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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专利制度的伦理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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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科技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专利伦理问题和新运营机制

所引发的专利伦理困境，是专利制度运行实践之中最为常见，也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伦理挑战。

其中，前者是科技创新对专利制度中伦理观念的冲击；而后者则是市场运营对专利制度中道德准

则的挑战。在我国专利制度的运行实践中，相关伦理挑战往往更为突出，这是因为我国传统社

会文化观念中缺乏有关专利财产权的伦理意识，在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中也缺少明确的伦理价

值导向与指引。由此，为克服我国专利制度实践中所面对的各种伦理挑战，首先应明确我国专利

制度正当性基础的伦理面向，通过营造与财产权理论及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相契合的文化环境

与社会氛围，弥补我国现行专利制度正当性层面的伦理依据缺位；其次应在首要的正义价值追

求下，厘清我国专利制度运行实践中的伦理价值次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强化专利授权审查

中对于新兴技术的伦理考量和增进专利权益分配中对于弱势主体的法律保护，有效化解我国专

利制度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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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伦理价值观念

的起承转合历经纷繁嬗变，虽说不同的文化传

统与风土人情会使其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

但却总是难以逃脱人性化价值的“总的主题”

导向、“总的基点”支撑与“总的色调”投射，而

作为人类基本行为规范的伦理道德也以越来越

人性化的普遍价值使人类服膺，并指导着人类

社会的各项实践活动。[1]在专利制度安排之中，

伦理挑战的出现则无非是其制度设计与制度实

践对人性化之普遍价值下基本伦理 底线与道

德准则的突破与背离。尤其是随着各项专利国

际公约的相继缔结，全球专利制度一体化的不

断推进，专利制度设计本身与运行实践中所呈

现出的伦理问题与道德风险往往也会突破地域

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世界各个国家

和地区无一能够幸免。我国专利制度虽起步较

晚，但却发展迅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

现代专利制度建立以来，历经数次修订，已形

成相对健全且与国际公约要求相符合的制度体

系。[2]相应地，在我国专利制度安排与实践中，

也同样衍生出了相似的伦理问题与道德风险。

为此，有必要从专利制度伦理挑战的基本形态

出发，挖掘其生成的理论原因与实践诱因，并

结合我国的本土国情，以及专利制度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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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独特表现，探究我国应对专利制度伦

理挑战的有效策略。

一、专利制度伦理挑战的基本
由来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与经济社会的

持续发展，专利制度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新

兴技术的成果保护与相关技术的市场交易之

中，成为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保

障。然而，在人们对专利制度的重视程度不断

提升，并为其巨大积极效应而欢呼的同时，与

专利制度相关的伦理挑战也随之增多，从新兴

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专利伦理难题到市场运营

异化所引发的专利伦理风险，科技与经济的巨

大变革使专利制度面临着伦理层面的“不能承

受之重”。专利制度中之所以会出现伦理问题，

究其根本，是由于专利制度无法实现与新技术

及新市场运营机制之间的伦理契合所致。毋庸

置疑，科学技术更新换代之快与经济社会变革

速率之高是造成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但把专

利制度伦理问题的产生直接归结到宏观上的科

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无疑是不适宜

的，只有将归因范围限制在专利制度的理论框

架与实践脉络之内才能找到真正的提供事实之

理由。[3]由此，为厘清专利制度伦理挑战的基本

由来，有必要从专利制度中伦理问题的具体表

现出发，详细梳理出新兴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专

利伦理难题和市场运营异化所引发的专利伦理

风险，并以此为基础分别从制度正当性理论与

具体制度运行两个层面着手，探寻专利制度伦

理问题产生的理论缘由与实践出处。

（一）科技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中的专利

制度伦理挑战

科技日新月异、经济节节攀升的当今社会

在本质上是一个充斥着现代化挑战与全球化危

机的风险社会，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社

会稳定、固化状态的全新社会图景。[4]在风险社

会之中，专利制度也同样面临的科技现代化与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很多难以预计的制度风险

会由此而来，现有的伦理准则与道德限制也会

因此失效。在科技现代化过程中，新技术的不

断增多致使专利制度的保护范围持续扩张，甚

至突破了专利制度的伦理底线。而在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专利价值的与日俱增也带来了专利市

场运营的工具性异化，往往会有悖于专利制度

的基本伦理预设。一旦专利制度被人们以激励

创新的名义无限滥用，形成对专利制度的盲目

崇拜乃至迷信，科技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中专

利制度对伦理准则与道德限制的突破之虞无疑

会成为现实，甚至会远超过个人理解和掌控的

风险范围，引发威胁健康与安全的公共风险。[5]

在科技现代化过程中，专利制度作为科技

研发与应用的重要维护机制，不仅是保障技术

福利充分发挥的法律工具，同时也是技术风险

不断凸显的载体。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新

兴技术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由此而来

的新兴技术专利保护问题使专利制度面临着巨

大的变革压力。从基因技术专利保护中的生命

伦理争议到人工智能在自主发明创造专利保护

中能否作为“发明人”的伦理性讨论，随着新技

术的发展，相关的专利伦理难题接踵而至，虽

掀起了激烈的社会论辩与学术争鸣，但却一直

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申言之，由新兴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专利伦

理难题，归根到底，是科技发展中的伦理问题

在专利制度上的体现。无论是基因技术专利保

护中的伦理问题，还是人工智能生成物专利保

护中的伦理问题，都是技术本身伦理问题的一

种延伸。[6]对于一项技术而言，伦理问题的核心

在于其是否能够造福人类，推进人与自然及社

会的协调发展。因而人们尤其是科研人员在科

学活动中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能做什么”和

“应做什么”的道德约束。[7]而对于专利制度来

说，相应的道德选择也就是某项技术能否获得

专利保护以及如何对其进行专利保护的伦理性

考量。

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专利制度作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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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与保护技术创新的关键性法律制度之一，在

伦理层面突出表现为技术革新之“善”与技术普

惠之“善”两项社会效用，但这并不是专利制度

的全部功效，实现智力成果的市场化也是专利

制度当仁不让的一大功能。[8]因为在市场竞争环

境下，专利技术的转化运用无疑与经济利益直

接挂钩，正如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卡米

尔·伊德里斯所说，“一项发明只有变得可具体

实施并在市场推销时，它才具有经济价值”。[9]

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市场上往往充斥着许多

不规范的专利运营行为，无论是否需要法律制

裁，这些行为都并非专利制度本身所期冀的行

为。[10]这些超越专利制度目标与宗旨的制度利

用方式，是专利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专利市场

竞争激烈化的结果。在利益驱动下的相关投机

行为则必将引发专利市场运营的异化，致使协

调道德与私利的市场规则失灵，进而导致为追

求私利而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无法得到有效控

制，加剧专利市场运营中的伦理风险。

（二）专利制度伦理挑战形成的理论缘由

与实践出处

专利制度所面临的伦理挑战是在当下风险

社会中所不能避免的。但无论是新兴技术发展

所带来的专利伦理挑战，还是市场运营异化所

引发的专利伦理风险，都只是专利制度伦理问

题的一种外部表现形式，并非造成专利制度伦

理问题的根本诱因。而导致专利制度伦理挑战

的真正原因在于专利制度本身，制度设计的失

衡以及制度运行的无序都是造成专利制度与伦

理之间矛盾的缘由。以专利制度的基础架构与

运行实践为基础，从制度层面向伦理层面深挖，

专利制度设计的失衡即表现为专利制度基础

架构的不合理性、不合道德性的制度正当性问

题；专利制度运行的无序则体现为专利制度运

行实践中伦理“善”“恶”判断上价值等级顺序

的不明确与不统一。因此，专利制度伦理问题的

产生原因也就可以被进一步被阐释为，专利制

度在正当性层面的伦理基础薄弱以及在实践过

程中的伦理指引模糊。

从理论层面来说，法律制度的正当性依赖

于道德层面的证成，即对其伦理本性的昭示与

验证。一项法律制度只有获得伦理道德上的正

当性依据后，才能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价值观

念上的认可和行动上的支持。[11]因而为保证法

律制度有序健康运行，对其正当性的伦理考察

无疑至关重要，应从价值评判的视角，对特定

法律规定进行道德层面的反思与论证。而专利

制度的正当性，则是以伦理哲学所提供的普遍

化的原则体系为标准，对专利制度进行道德评

价与道德推理，并以此完成专利制度的价值证

成，从而取得道德认可。[12]基于专利制度本身的

伦理争议性，学界至今仍未就专利制度正当性

的道德依据形成统一认识。而且在具体的正当

性证成过程中，不同证成路径下价值评判的角

度往往会各有侧重，所形成的对专利制度的道

德认可程度也不尽相同。而这种学说林立且争

执不下的局面，则直接造成了专利制度正当性

伦理基础的不明确性。[13]当然，不容否认的是，

专利制度的正当性证成是建立在一定的伦理共

识的基础之上，这是由专利制度的设立初衷与

基础架构所决定。但随着新技术、新产业对专

利制度伦理挑战的不断加强，一些业已形成的

专利制度正当性证成路径往往会受到动摇，甚

至被颠覆，失去原本的道德基础，进而引发专

利制度正当性层面的伦理迷失。

而从实践层面来看，“善”与“恶”价值的

伦理判断是所有实践活动都必须要面对的，专

利制度的实践当然也不例外，而进行伦理判断

的关键则在于根据实践的具体情况确定价值的

等级顺序，不同的实践活动往往在价值顺序上

有所差异，不同的价值位阶体系也会对实践活

动产生相异的伦理指引。[14]在专利制度实践中，

正义、秩序、安全、公平、效率等制度价值取向

间的不同位阶顺序无疑也会对专利制度运行效

果产生不尽相同的道德评判结论与伦理指引面

向。其中，正义是包括专利制度在内的所有法

律制度乃至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其他的制

度价值则都在正义价值的位阶之下。它们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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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制度正义为目标，受正义价值统领，为正义价

值的实现而服务。一般而言，在专利授权审查实

践中，安全与秩序的价值追求是最趋近于正义

的道德取向；而在专利权益分配实践中，公平

与效率的价值兼顾则是最契合于正义的伦理抉

择。这是因为在专利制度运行的不同层面，参与

实践的主体以及主体的目标取向各异，相应地，

所呈现出的制度风险与伦理诉求也并不一致。

但是，在现实的专利制度实践中，专利制度的伦

理价值取向往往并没有较为明确的等级顺序，

不同制度运行层面中也往往并不存在相对明

显的价值倾向，而人们对于专利制度，“善”或

“恶”的道德判断大多是某一特定价值取向或

利益导向下的片面性评价，并不能作为专利制

度运行实践的有效伦理指引。

二、专利制度伦理挑战的中国
场景呈现

专利制度在我国是一项“舶来品”，其最初

以法律规范在清末出现，但却是帝国主义列强

外部施压的结果，而并非源于我国本土经济社

会发展的原生需要。[15]从洪仁玕在《资政新篇》

最早提出要建立专利制度的思想，到洋务运动

中设立“官督商办”企业的10年专利权，再到

维新变法中第一部专利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

程》的诞生，专利制度雏形在我国的出现实质

上是列强外部压力影响下各阶层仁人志士救亡

图存的一种尝试。[16]时至近代，北洋政府1912

年颁布的《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南京国民政

府1928年颁布的《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以及

1944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专利法》，虽使专利制

度在我国初步成形，但囿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制度设计上只是被动地对西方国家专利

制度生搬硬套，并未结合我国实际需要，而这也

致使相关法律规范只是“徒有其表”，并未获得

有效实施。[17]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从专利与

奖励双轨制到单一发明奖励机制的缓慢过渡，

直到1984年《专利法》的颁布与实施才使专利

制度真正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在这之后的30余

年里，主动开启了专利制度的调整与适应，进行

了数次《专利法》修订，使专利制度逐步成为了

我国科技创新的法律保障和经济发展的制度支

撑。然而，在具体的专利制度运行中，仍然存在

这样那样的问题，与我国专利制度相关的伦理

挑战与道德风险也是层出不穷。而之所以会出

现这种情况，与专利制度的短暂发展历史与坎

坷发展过程密切相关，本土性的伦理文化根基

与体系性的伦理道德指引的缺失，无疑是专利

制度设计与实践中所呈现的伦理问题在我国更

为凸显的根本原因。鉴此，有必要以我国专利制

度的独特发展历程为基础，厘清我国缺少本土

性的伦理土壤和体系性的伦理指引等客观情形

对专利制度伦理挑战产生所具有的独特影响，

并以此为基础理顺我国专利制度伦理问题的应

对路径。

（一）本土性文化土壤缺失

专利制度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

发展，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早期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思想观念无疑

是其生成的伦理基础。在西方早期专利制度文

本中，字里行间也无不浸透着自然法学派崇尚

权利和个人自由，追求人的理性的伦理价值观

念。[18]然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却不存在这样

的思想观念。相应地，专利制度也并不具备原

生的伦理基础，即使通过法律移植将专利制度

引入，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下的财

产权利运行机制也无法获得配套的伦理道德保

障。正如孟德斯鸠在论及立法的意图与效果时

所谈到的，“相似的法律不一定有相似的动机、

同时也不一定会有相同的效果”。[19]我国近代

照搬了欧美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但其法律移

植的动机却是被动性的，而制度实施的效果也

与欧美发达国家大相径庭。究其根本，这是因

为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缺少专利制度生成的内

在伦理基础。我国传统伦理文化观念是义务本

位的，相关财产权利的授予及保障也往往是不

完全的，而专利制度则发轫于西方对于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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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权利假说的权利本位理论，与我国传统伦

理文化中排斥权利的完全性义务本位有本质差

别。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向以及在

三纲五常、家族宗法等理法枷锁之下以人伦理

性为基础的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无疑也是与

专利制度生成与发展所要求的自由主义、个人

理性导向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观念

相去甚远。

诚然，由不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相异的伦

理道德系统并不是任意的或相对的,它们所调整

的很多问题都是具有共性的，是人类社会中普

遍存在的。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不同传统文化

观念影响下所形成的伦理道德系统在价值取向

与调整方式上必然有所差异。[20]例如专利制度

就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观念与伦理道德影响

下所形成的鼓励与保护发明创造与技术成果的

制度设计。毋庸置疑，发明创造与科技创新是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对于创新的鼓

励以及相关成果的保护也是不同伦理道德系统

普遍需要调整的共性问题。但在我国长期以来

小农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以三纲五常、家族宗

法为核心的传统伦理文化情景下，精神性的荣

誉与表彰往往是对发明创造者的最大褒奖，而

并非独占性的财产权利。从技术属性来说，这

是因为在农业社会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性的，

它们并没有经济上的考虑。[21]但更为本质的原

因则是小农经济本身自给自足的封闭性，并不

存在过多的商品流通，同时加之家族宗法与纲

常伦理对人的控制，即使给予发明创造者以相

应的独占性财产权利，也并不能起到应有的效

果。因而，若将建立在权利本位、自由主义与个

人理性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专利制度移植于我国

义务本位及人伦理性的传统文化土壤中，势必

会出现缺乏制度生成伦理基础的“水土不服”

问题，而传统伦理文化所固有的惰性也会使专

利制度设计与运行中所存在的伦理难题与争议

在我国表现得更为突出。[22]为此，要想确保专利

制度安排的伦理正义，不仅要从专利制度的架

构设计与运行实践入手，还须结合我国传统伦

理文化中缺少专利制度生成的内在伦理基础的

客观情况，展开进一步的分析，以探寻我国专

利制度伦理挑战的应对之策。

（二）系统性价值指引缺乏

专利制度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实施只有30

余年的历史。1984年《专利法》出台，我国第一

次构建起既符合本土需要也合乎国际惯例的专

利制度。之后，随着4次《专利法》修订工作的

有序开展及其相关行政法规与司法解释的配套

跟进，我国专利制度日臻完善，并逐步成为了我

国促进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法律

保障。但是，也必须要承认的是，我国专利制度

的实践时间相对较短，并未形成成熟的道德规

范体系，因而也无法为具体的制度实践提供充

分的伦理指引。

虽然通过法律法规的修订与解释可以使专

利制度不断完善，但对于实践中层出不穷的各

种具体问题，不能都指望着以法律修订或解释

的方式来应对，而应以体系化的伦理道德准则

来指引人们的具体实践活动，以最大程度地消

减个人和企业不当利用专利制度的情形。由此，

为进一步阐明建立体系性的伦理指引对我国专

利制度运行的重要性，笔者将分别从我国专利

授权审查实践和专利权益分配两项实践出发，

对二者之中伦理指引缺乏的具体表现予以剖析

与阐述。

1. 在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专利授权审查即专利行政机关依据专利授

权标准，对专利申请进行形式与实质审查的过

程。在我国这一过程是由国家专利局所主导，

而专利授权标准则是由《专利法》及《专利法实

施细则》所确定的，其中有关专利申请伦理考

量是以《专利法》第5条的“一般性公序良俗条

款”和第25条的“完全列举式的具体性伦理例

外规则”的相关规定为基础。[23]诚然，《专利法

实施细则》对公序良俗条款中违反社会公德、

妨害公共利益，以及伦理例外规则中所列举出

的不授予专利权的具体情形都做了进一步的明

确与细化，但是在实践中仍然会出现诸多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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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争议与道德风险。而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我国对于专利数量的指标性追求，

忽视了对于专利的质量保证。[24]但究其根本，

则是缘于我国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伦理指引的

缺乏，因为《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等

法律规范只能以原则或标准的形式对授予专利

权的技术方案予以限制，而无法对技术方案中

潜在的伦理挑战与道德问题展开考察。

不仅如此，在面对专利技术实施中可能发

生的社会危害时，专利授权审查的相关法律原

则与规则更是束手无策。例如，在2012年“毒胶

囊”事件中，社会舆论对“高铬明胶”专利的伦

理诘问，便是一个重要例证。毋庸置疑，这其中

存在着人们对专利授权审查的误解，专利审查

中的技术方案与实际产品被混为一谈了。[25]但

不容否认的是，授权专利的决定是国家专利行

政机关对该技术方案的一种正面评价，承认了

该技术方案对公共利益的无害性及对社会发展

的有益性。[26]因而，在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不

能仅仅拘泥于相关法律原则与规则，而应以更

为普适的伦理道德准则作为指引。虽说这已然

超越了专利行政机关的法定职务范畴，但却仍

然是其社会伦理责任的要求内容。为此，应尝

试有效的衔接机制，将社会伦理准则、相关行

业标准作为专利授权审查的参考依据，并以充

分的信息交流增强专利审查员与科学界和伦理

学界的互动，化解道德风险，提升专利质量，确

保专利授权审查工作合理且高效地运行。[27]

2. 在专利权益分配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在专利权益分配中，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

再次分配，权益配置的公平性都是最为基本的

伦理要求，是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根本指征，而

效率则是公平基础上的次级追求。[28]但在具体

的权益配置实践中，基于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

的不同法律属性，二者公平正义的伦理表征往

往不相一致。在我国专利权益分配过程中，伦

理指引缺乏具体表现里也当然会存在初次分配

与再次分配的差异。[29]由此，为使我国专利权

益分配实践中伦理指引缺乏的情况得以充分展

现，有必要分别从专利权益的初次分配和再次

分配入手，对其中伦理指引缺乏的具体表现予

以简要的分析与梳理。

专利权益的初次分配即为专利授权后权益

归属的确定过程，这其中对于职务发明专利权

属的确定的伦理争议尤为突出。基于职务发明

中研发主体与投资主体的分离，雇主与雇员发

明人在权益配置中都认为自身拥有取得职务发

明专利权的合理法律理由与充分伦理依据。[30]

在我国“雇主优先”的职务发明专利权属机制

下，雇主一般是职务发明成果的专利权人，而

雇员发明人则享有获得奖励与报酬的权利。这

无疑给予了雇主以职务发明成果从研发到应用

整个技术流程的决定权，而这也使雇员发明人

不得不不依附于雇主，其获得奖励和报酬权利

的享有则往往也以雇主专利权的实现状况为基

础。[31]诚然，我国在2000年的《专利法》修订中

引入了职务发明专利权益归属的约定模式，并

确定了约定权属的优先效力，但这却愈发增强

了雇主对职务发明创造的支配力，而雇员发明

人却难以通过平等协商而充分满足其获得奖

励和报酬的权利。[32]在此情况下，雇员发明人

也容易产生自益倾向，刻意模糊职务发明与非

职务发明的法律界限，故意对职务发明创造的

“履行职务要件”和“利用资源要件”做相反

解释,向雇主隐藏职务发明成果。[33]

专利权益的再次分配则是专利权人向他人

转让或许可使用专利技术的过程。这其中影响

专利权益顺利流转的障碍主要在于市场与交易

的混乱，归根结底则源自于伦理指引的缺乏。目

前，专利权益再次分配中所出现的权利人不当

利用技术优势与市场地位，并以极端不合理的

交易条件进行专利转让或许可的情形无疑也都

是缘此而生。尤其是在我国海量的专利授权情

况下，专利交易是获取专利技术的普遍方式，而

专利权人展开劫持与倾轧等有失伦理正义的情

形自然也会更为多发。[34]当然，如若专利权利人

掌控核心技术，其对专利交易的主导能力无疑

更强，进行技术劫持与贸易倾轧的危险性也更



深圳社会科学 2022年第５卷·118·

大。尤其是随着企业间“专利竞赛”与“专利圈

地”的日趋激烈，企业加大核心专利投入的同

时，也愈发注重周边技术空间的专利抢占。[35]

这无疑使那些作为行业巨头的大型企业掌控着

越来越多的专利技术成果。而在巨大的市场支

配力的影响下，专利权人对于专利交易的主导

力量也随之加强，即使是一般性的非核心技术

也很可能会成为其展开技术劫持或贸易倾轧并

牟取暴利的工具。这不仅会影响相关专利交易

的顺利进行，更会使专利权益再次分配实践走

向伦理正义的对立面。

三、专利制度伦理挑战的中国
应对策略

在专利制度中，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被认

为是源自于科技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新

技术与新产业的挑战，即新兴技术与产业的飞

速发展超越了专利制度的道德应对能力，致使

专利制度在新的技术环境与产业背景下发生伦

理迷失。但从较为严格的归因模式来看，技术

革命与产业革新中所凸显出的伦理难题都只是

专利制度伦理挑战的具体表现；而背后真正的

理由则是专利制度本体层面的伦理正当性基

础薄弱与实践中伦理指引模糊的问题。而在我

国专利制度的实践中，伦理基础与伦理指引先

天不足的客观情况也是造成专利制度伦理挑战

的重要诱因。为此，想要化解我国专利制度设

计与运行中所存在各种伦理难题与争议，不仅

需要从专利制度伦理问题形成的一般性原因出

发，迎接科技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实

现专利制度的伦理回归，更要从我国国情出发，

针对我国专利制度缺少本土性伦理土壤与体系

性伦理指引的现实问题，探究我国应对专利制

度伦理挑战的策略。具言之，在基本的路径抉

择中，一方面应明确我国专利制度正当性的伦

理基础面向，尽力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与社会价

值的内核中挖掘专利制度建立的伦理正当性根

基，为我国专利制度的持续发展建立良好的文

化环境与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则应努力构建起

我国专利制度实施中的伦理指引框架，通过对

我国专利制度的道德论证、反思和批判，确定

专利制度实践应遵循的伦理价值导向与道德行

为准则，为我国专利制度的有序运行提供恰当

且有效的伦理指引，以维护专利制度实践的伦

理正义。

（一）明确专利制度正当性的伦理基础

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国对西方制度体系

的被动移植，专利制度在我国的创设与发展实

质上都缺少必要的本土道德根基与伦理支撑。

自由主义下个人理性的伦理内核与我国传统道

德中的人伦理性的社会伦理矛盾重重。时下我

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专利制度也成为了促进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法律保障，但是我

国却并未完全形成与专利制度运行相适应的社

会伦理基础，专利制度伦理正当性不明确的问

题仍然存在。为此，有必要从我国现行专利制

度的伦理正当性出发，探究专利制度在我国伦

理道德体系下的正当性地位，找出其中的不足

之处，并以此为基础做出我国专利制度未来发

展中的伦理面向选择，实现专利制度在我国道

德体系下的伦理自洽。

1.我国现行专利制度正当性的伦理依据阐释

我国专利制度的演进实质上是以公共政策

为线索的，而并非源自于私权的逻辑。从清末的

救亡图存到民国时期的外力强加，近代以来专

利制度无不是随政策的转变而发展。[36]即使是

我国现行专利制度，其中也具有鲜明的政策导

向。从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的必要制度

建构，到之后1992年中美贸易磋商，以及20世

纪末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进行的制度修订，

再到2008年贯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度

完善，这一路走来，专利制度每一次的变化都是

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但是制度设计与运行中

过于强大的政策导向，也可能会使专利制度失

去其作为财产权利所应有的伦理底蕴。

进一步从专利制度正当性“道义论”与“功

利论”的不同伦理面向来看，我国这种公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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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主导的专利制度发展轨迹具 有鲜明的实用

主义的价值倾向，是专利制度“功利论”伦理

的一种重要体现。之所以我国专利制度会采用

“功利论”伦理的基本路径，归根结底是因为

专利制度在我国的特殊发展历程。最初被动性

的制度移植使我国直接接受了美欧等西方国家

以“功利论”伦理面向所建构起的专利制度模

式，并在现行专利制度中继续应用。毋庸置疑，

这样的制度安排更具有目标导向，也更符合现

实的规制需要，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却往往会

忽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美欧等西方国家采

取这种“功利论”伦理面向的专利制度设计虽

受到经济利益的巨大驱使，但其是建立在财产

权私有的完备“道义论”伦理基础之上的。由

此，可以说，我国专利制度正当性的伦理依据是

不完善的，即使是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的现行专利制度也只是仅仅具备政策目标

下所蕴含的“功利论”伦理理性。而更为基础、

也更为根本的“道义论”伦理路径下财产权私

有的正当性伦理依据却是相对缺位的。

2.我国专利制度未来发展中的伦理面向选择

虽说“功利论”伦理路径是当今世界专利

制度的主导价值，制度正当性也以“功利论”伦

理的思维进行挖掘，我国现行专利制度鲜明的

“功利论”政策目标也对此形成印证，但我们并

不能因此忽视“道义论”伦理对于财产权私有所

提供的先导性与基础性的专利制度正当性伦理

依据。[37]在专利制度的未来发展中，应在我国缺

失财产权私有的个人自由主义“道义论”伦理内

核的前提下，通过营造与财产权理论及知识产

权制度发展相契合的文化环境与社会氛围，弥

补我国现行专利制度正当性层面的伦理依据缺

位，使“道义论”伦理路径下财产权私有正当性

的基本论证与我国专利制度政策目标导向下的

“功利论”属性的伦理正当性相协调；在确保为

我国专利制度的持续发展提供“道义论”伦理

路径下的正当性基础上，完善“功利论”路径下

的正当性依据，使我国专利制度在未来能够建

构起以“道义论”伦理为基础、以“功利论”伦

理为追求的全面且充分的正当性依据。

囿于传统文化观念与社会价值理念在人

们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深重影响，要想将其

改变，营造起与财产权理论及专利制度发展相

契合的文化环境与社会氛围并非易事，需要法

律、政策等多方面的共同推进。在法律实践中，

专利制度的民事财产权利制度属性，在我国早

已获得了人们的认可。从1984年所颁布的《民法

通则》到2017出台的《民法总则》（即《民法典》

“总则编”），知识产权都被设置于与物权、债

权同一位阶的民事财产权利范畴。[38]

与此同时，《民法典》“物权编”对知识产

权质押的范围与效力作出了限定；《民法典》

“合同编”对含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合同予以了

专节设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夫妻共

同财产中的知识产权分配问题进行了界定；《民

法典》“侵权责任编”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展

开了专门规定。

而在政策运行中，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实施纲要》更是明确提出以“尊重知识、崇

尚创新、诚信守法”作为我国专利制度建设的

基本文化支持与社会信条，通过政策的引导与

促进逐步打破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与社会价值理

念的禁锢，营造出与专利制度发展相适应的文

化环境与社会氛围。

但是，要想实现我国专利制度正当性在伦

理面向与道德依据上的恰当映射，仅仅如此还

是不够的，仍需在这种良好的文化环境与社会

氛围的基础上形成相应的伦理规范与道德依

据。一方面需在法律、政策等多重要素所共同

营造的文化环境与社会氛围中建构出与财产权

理论相耦合的伦理道德基础，并以此为我国专

利制度的持续发展提供“道义论”伦理路径下

的正当性依据；另一方面需挖掘出与专利制度

运行及其持续健康发展相符合的道德标准与伦

理目标，并以此完善“功利论”路径下我国专利

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从而使我国专利制度在未

来发展中能够真正做到保证财产权个人私有的

“道义论”伦理面向与追求最大多数人最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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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的“功利论”伦理面向有效兼顾，确保我国专

利制度的伦理正当，从而为我国专利制度的实

践与发展提供坚实的正当性基础。

（二）构建专利制度中的伦理指引机制

在我国专利制度安排中，伦理规范与道德

准则担负着重要的时代使命，不仅为我国专利

制度的创制与变革提供了正当性的伦理基础，

也是制度实施中各个环节具体道德向度的确定

根据。[39]一般说来，对于某一事项或行为的伦

理评判是以其与道德价值的相符与否来断定其

善恶与优劣。[40]在专利制度实践中也是同样，人

们对专利制度实施效果的伦理评判也是以其与

制度运行所预设的道德价值追求的相符程度为

依据。而展开这一评判的最为根本的要素则在

于与专利制度各运行环节对应的具体道德价值

目标，仅仅依靠专利制度笼统的伦理定位是难

以做出准确评判的。为此，有必要以我国专利制

度的实施现状为出发点，首先从价值层面厘清

制度运行中的基本伦理价值取向，并以此为基

础探究我国专利制度实践中伦理底线的法律保

障手段，从而构建起直面我国专利制度实践中

相关道德难题与争议的伦理指引机制，使我国

专利制度实践的伦理理性得以充分彰显。

1.我国专利制度运行中的基本伦理价值抉择

价值抉择是贯穿法律制度运行始终的核心

问题。从古至今，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对价值

准则的论证、批判以及合乎逻辑的适用无一例

外地都是研究者们所关注的重点。[41]在我国专

利制度实施中也是同样，伦理价值的衡量与选

择决定着制度运行的效果与走向。通常而言，正

义是包括专利制度在内的所有法律制度的首要

价值追求。[42]对于我国专利制度而言也是如此。

正义是其最为根本，也是最为首要的制度价值目

标，在具体运行实践中所进行的伦理抉择无疑

也都是以正义价值的实现为根本价值尺度的。

但由于不同制度实施环节中法律关系的不同形

态，相应的伦理价值抉择也往往会存在巨大差

异，而符合正义导向的价值表征也不免会因具

体实践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专利授权

审查中的正义即源自于严格审查下专利授权的

正确性，而专利权益分配中的正义则往往意味

着一种投入与获益相应的合理回报。因而，在以

正义为首要价值而针对我国专利制度实施所进

行的伦理价值抉择中，需要实现的不仅仅是自由

或平等等一般意义上人们所普遍认可的基本正

义，而更应是一种在专利制度实施语境之下，立

足于我国专利制度运行实践的、以公共利益为

根本的、以安全与秩序为基础的、兼顾起点与结

果、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伦理性制度正义。[43]

在我国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专

利制度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是促进技

术创新的法律保障，更是推进产业转型的政策

杠杆。基于我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目标导向，在

具体的制度运行实践中，我国专利制度一直十

分注重追求制度的实施效率。一方面在专利授

权审查中大力追求授权的数量，但却忽视了对

于专利的质量保障；另一方面则在专利权益分

配中过度强调经济效益，力求以最优专利组合

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来高效地平衡收益并创造价

值。但效率并不等于正义，而且很多时候专利制

度的效率追求是处于制度正义的对立面的。

诚然，在专利制度不同实施环节的伦理价

值抉择中，制度正义的价值体现往往不尽相同，

但无论怎样，效率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最为趋

近于专利制度伦理正义的价值选择。其中，在

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与效率相比，秩序是更符

合伦理正义的价值选择。这是因为专利审查是

决定是否给予专利授权的关键环节，一旦过度

追求审查效率，势必会使授权审查的严谨程度

有所下降，如若出现一项或几项错误的专利授

权决定，往往会对某一特定技术领域或相关产

业带来多年的不利影响，专利授权审查实践的

良好秩序往往也会由此被打破，甚至造成专利

授权的质量失控问题。而在专利权益分配实践

中，与效率相比公平则是更契合伦理正义的价

值选择。这是由于专利权益分配在实践中往往

表现为相关主体对于特定利益的争夺，如若大

肆追逐权益分配的效率，会使原本就由物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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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专利权益分配实践发生严重的利益失衡，

突破目前相对公平的制度构造，使相对弱势的

主体失去获得合理回报的机会，带给他们遭受

不公的道德痛楚。[44]

2.我国专利制度实践中伦理底线的法律保障

为了实现我国专利制度在基本伦理价值指

引下的有序运行，仅仅明确专利制度运行的基

本伦理价值抉择是远远不够的，还须在此基础

上展开具体的制度安排，对我国专利授权审查

与权益分配的相关规则进行必要的法律释义与

规则完善，以实现专利制度实践中伦理底线的

法律保障。毋庸置疑，伦理价值尺度是贯穿整

个专利制度运行的伦理指引。[45]保障专利制度

伦理底线的法律优化与完善工作也要以相关的

伦理价值抉择为基础，无论是专利授权审查中

对于新兴技术伦理考量的强化，还是专利权益

分配中对于弱势主体法律保护的增进，这些保

障专利制度伦理底线、力图消除我国专利制度

运行中的伦理难题与争议的措施都是以相应的

伦理价值抉择作为道德向度与伦理依据的。

为此，有必要从我国专利制度的运行现状着

手，依据我国专利制度实践的基本伦理价值抉

择，就如何强化专利授权审查中对于新兴技术

的伦理考量，以及如何增进专利权益分配中对

于弱势主体的法律保护展开深入的探究，以期找

出保障专利制度伦理底线的有效法律举措。

第一，强化专利授权审查中的技术伦理考

量。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从

简单到复杂的积累过程，涵盖人类全部生活环

境与未来愿景并对其打上深深烙印。[46]当前，新

兴技术的不断涌现则正是人类科技突飞猛进的

表现，而相关技术的先进性也意味着技术方案

的复杂性，这不仅是对原有技术成果的显著提

升，更是对现有社会秩序与道德伦理的巨大挑

战。在这样一个科技日新月异而社会伦理体系

却备受冲击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别无选择，必须

积极面对，通过对新兴科技成果伦理的合理评

价，明确这些新兴技术运作的伦理底线，使之

造福社会、造福人类。具体到专利授权审查实

践中，则应在现行制度框架下提升对于新兴技

术成果专利授权审查中的伦理考量，并打破思

维定式，积极运用新兴技术成果辅助于发明创

造的伦理考量。

自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科 学 技 术飞 速 发

展，虽仍然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已取得可

圈可点的成绩，尤其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

术等新兴技术的研发成果斐然。然而，面对着

这些伦理风险异常突出的新兴技术，我国专利

制度却显得有些准备不足。实践中，专利制度以

促进技术成果的市场流通与扩散、推进发明创

造产业化为基本制度目标，也使我国专利授权

审查实践中实用主义倾向日趋严重，甚至出现

了向新兴技术背后的经济利益妥协的情况。但

一个被忽视的关键问题是，对于生物技术等新

兴技术成果的专利授权审查，提高产业发展并

不是评判的唯一标准，更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

伦理限制。[47]

由此，为提升我国对于新兴技术成果专利

授权审查中的伦理考量水平，应首先从内容层面

对发明创造的伦理考量予以细化，明确公序良

俗条款以及伦理例外规则在不同技术领域中的

具体含义与表现。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完善

我国在发明创造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考量的具

体程序，通过常态化的伦理考察环节与专门化

的道德衡量机构，确保专利授权审查中对新兴

技术成果的充分伦理考量，从而真正实现我国

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考量机制的有序运行。

此外，还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新兴技术

成果在增大专利授权审查中伦理考察压力的同

时，也可以被用来辅助相关发明创造与技术成

果的伦理考量。这一点在人工智能技术中表现

得尤为突出。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独特属性

给我国专利授权审查中的伦理考量带来了巨大

挑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在发明创造或技

术成果的专利授权审查中也具有突出的辅助作

用。[48]目前，从专利检索、专利翻译到发明创造

的新颖性、创造性等实质性授权标准的判断，

人工智能技术影子随处可见。[49]甚至是处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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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纠纷的司法过程，人工智能也开始参与其中。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人工智能办案系

统便是明证，不仅方便了社会公众，也使办案效

率大幅提升。[50]对于发明创造或技术成果在专

利授权审查中的伦理衡量，人工智能技术无疑

也可起到极大的辅助作用。虽目前并无实践，但

不容否认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算法驱动+数据

保障”的运作模式对发明创造与技术成果中伦

理问题的识别与判断也必然是准确且高效的。

由此，为提升我国对新兴技术成果专利授权审

查中的伦理考量，我们不妨运用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成果来实现这一目标，将人工智能引入

到专利授权审查的伦理考量过程之中，以大数

据和强算法对相关技术成果的伦理风险进行初

步的甄别，为专利审查员展开进一步的实质性

伦理考量提供支持，提升对于新兴技术的伦理

考量效率，化解新兴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专利授

权审查中的伦理考量难题。

第二，增进专利权益分配中弱势主体的法

律保护。在专利权益分配实践中，无论是初次

分配还是再次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的伦理矛

盾都是必须解决但又难以解决的问题。[51]毋庸

置疑，在当前物质主导的专利权益分配机制下，

效率是最为直接的价值追求，但这也往往会引

发处于优势地位的相关主体为获取更多利益而

打压弱势主体，致使专利权益分配有失公平。

而一旦失去了专利权益分配最基本的公平性，

在伦理正义的视野下专利权益分配的效率便失

去意义。为此，有必要立足我国专利法律制度

的基本框架，从我国专利权益实践的具体状况

出发，增进专利权益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中对

弱势主体的法律保护，化解专利权益配置过程

中专利权属的伦理争议，使其中的弱势主体不

至于备受不正当的劫持与倾轧却无丝毫还手之

力，以不损害乃至有利于弱势主体的伦理底线

确保我国专利权益分配的伦理正义。

在我国专利权益的初次分配过程中，物质

投资主体对于技术研发方向与内容的主导无疑

使投入脑力劳动的发明人处于弱势地位，使后

者沦为专利权益配置中的弱势主体而备受挤

压。有关专利权益初次分配公平性的伦理争议

也往往由此触发，尤其是在职务发明关系中这

一问题表现得最为突出，相关的伦理争议也在

其中最为凸显。由此，为实现我国专利权益初次

分配的伦理正义，必须加强对于弱势主体的法

律保护，以确保权益配置的公平性。基于约定

权属模式的任意性在很多时候会演变为优势主

体的肆意性，职务发明单位在利益的驱动下，不

免会利用其优势地位做出有悖于公平正义的权

属约定，并损害发明人的合法权益。为此，我国

可借鉴德国、法国等同样采用“雇主优先”职务

发明权利配置模式国家的做法，设置保障雇员

发明人合法权益的专门条款，现有规定的基础

上，增加有利于发明人的限制性条款，规定“单

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

利权的归属等事项所进行的约定，应是公平合

理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发明人或者设计

人合法权益的”。[52] 

在我国专利权益的再次分配过程中，专利

权人对于发明创造与技术成果的独占性掌控无

疑会给予其在权益再次分配中的主导地位，而

交易相对人则处于较为被动的弱势地位。至于

专利权人在专利交易中能在多大程度上支配权

益再次分配，则取决于专利技术成果本身的稀

缺性以及专利权人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一旦专

利权人以技术优势掌控市场，交易相对人的弱

势地位将更为凸显，在专利转让或许可使用的

协商之中并无半分议价能力。即使是有失公平

的“不平等条约”，碍于技术获取的强烈需要，

交易相对人也不得不接受。进言之，在市场竞

争中专利权人对交易相对人展开技术劫持，以

及在国际合作中专利权人对交易相对人进行贸

易倾轧等被伦理非难的现实情形也往往由此而

来。虽说如若专利权人构成对市场支配地位的

滥用，即可通过反垄断法对其行为予以限制，

但在实践中专利权人却并不总能拥有形成市场

支配地位的足够力量，因而相应的技术劫持与

贸易倾轧也就不能被直接纳入到反垄断法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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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范畴。[53]

由此，为实现我国专利权益再次分配的伦

理正义，有必要增强对于弱势主体的法律保护

以规避专利权人技术劫持或贸易倾轧所造成的

有失公平。基于契约机制在专利权益再次分配

中的核心作用，要想确保专利交易对于弱势主

体的公平性，则应先从专利转让或许可使用的

现实情况出发，以动态系统论的立场对契约及

其条款展开显失公平的判定，从而使专利权益

分配的伦理正义得以充分保障。[54]

四、结语

专利制度运行实践的伦理挑战主要源自于

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与进步。但从较为严格

的归因模式来看，技术革命与产业革新中所凸

显出的专利制度伦理难题都只是提供理由的事

实，而背后真正的理由则是专利制度本身的伦

理正当性基础薄弱以及实践中伦理指引模糊的

问题。我国专利制度在具体运行中所存在的传

统文化观念与社会价值理念上的伦理障碍，以

及专利授权审查、专利权益分配等各个环节中

伦理价值导向与道德原则指引不明确的现实问

题，则是造成专利制度伦理挑战在我国更为严

峻的重要原因。为此，一方面应营造与财产权理

论及专利制度发展相契合的文化环境与社会氛

围，弥补我国现行专利制度正当性层面的伦理

依据缺位；另一方面，则应从专利制度的动态运

行出发，在我国专利制度不同实施环节中确立

恰当的伦理价值指引，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强

化专利授权审查中对于新兴技术的伦理考量和

增进专利权益分配中对于弱势主体的法律保护

等具体措施，实现我国专利制度相关运行规则

的优化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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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thical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atent System in China

LIU Xin

Abstract: The ethical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ethical risks 
caused by new market operating mechanism are the most common and outstanding ethical dilemmas in the 
operation of patent system under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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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m, the former is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ethical concepts in the patent 
system; the latter is the transcendence of market operation over the moral principles in patent system. In 
the practice of China's patent system, the ethical challenges are often more prominent, because there is a 
serious lack of ethical awareness of patent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s tradi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concepts, 
and there is also a lack of clear ethical value guidance in all aspects of the system’s oper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ethical challenges in the patent system in China, 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ethical 
orientation of the legitimacy basis of China’s patent system, and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ethical basis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current patent system by creating a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atmosphere 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perty rights theor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at fi rst. And then, we should 
clarify the order of ethical values in the patent system in China under the primary pursuit of justice, and 
optimize and refi ne the specifi c operation rules of the patent system in China by strengthening the ethical 
consider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 patent granting examination and enhancing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disadvantaged subjects in patent right and interests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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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riminal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NING Qingtong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responsibility is faced with many puzzle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of 
our country, as whether it appears in criminal judgments, or as the judge reasons or exists in the incidental 
civil lawsuit judgment. The nature of the responsibility is diffi  cult to distinguish, th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the penalty in advance, the confusion between the repair obligation and the repair responsibility, and 
th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crime which cannot be suspended cannot be applie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ependent crimin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responsibility conforms to the theory and spirit of criminal law, 
and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essence, function, purpose and basic attribute of punishment, and also has 
legislative basis. It is the need of our country's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 to adap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need to carry out the concept of restorative justice,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education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restoration of the accused. There are examples in 
foreign criminal laws, and it is more appropriate as an additional penalty , but we should further clarify the 
conditions, scope and rules of its application.

Key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logical damage; crimin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liability; 
additional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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